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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目标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受教育的

机会均等化，进而有利于提升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基于一个简单的理论模型，

在地区竞争的框架内讨论纵向转移支付的作用，发现转移支付能够有效促进人力资

本在代际间的流动性。将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微观数据与县级财政转移支付数据进行

匹配，基于出生年份群组和地区两个维度的差异，考察转移支付能否提升人力资本

在代际间的流动性，验证了以上理论结论，且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内部

的教育类转移支付的作用更为明显。基于此，为促进人力资本获得的公平性，需要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提高教育类转移支付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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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人力资本发展取得显著的进步，人均受教育年限从１９８５年
的６．３８年上升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０．２３年，① 远高于同期的发展中国家，并且缩小了与
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人力资本获得的公平性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即人力资
本的代际流动性相对较弱，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机会公平的违背，不利于同代间人
力资本的横向公平，导致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群体很难获得潜在的成就。② 我国农
村地区人力资本情况尤其如此，父母的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子代的人力资本水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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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中国财政补贴的规模测度、形成机制与溢出效应
研究”（７１９７３０８８）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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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低。由于人力资本和社会地位可以解释代际收入弹性的３０％左右，① 因此，

人力资本水平差异将直接体现为工资水平高低，进而会影响到收入差距的变化。收
入差距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以人力资本公平为基础，而人力资本又依赖于政府对教育
的投入，② 公共投入主要用于弥补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③ 但在中国，受地方
政府竞争的影响，加上地方自有收入具有一定的税收成本，导致地方政府缺乏投资
义务教育的激励；反之，没有直接税收成本且部分具有指定使用用途的转移支付，

则为增加教育投入、解决人力资本公平问题提供了良好契机。

人力资本的横向不公平问题主要源于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相对较弱，即子代
人力资本水平与父母人力资本水平的关联性强，④ 导致人力资本在代际间的高高传
递与低低传递并存，两极化的人力资本发展显然不利于社会的公平与稳定。实际上，

家庭与公共部门均影响着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⑤ 对于家庭的作用而言，现有研
究认为父母的教育水平是子女教育获得成功的最基本要素，⑥ 部分研究从实证层面
验证了二者的紧密关联，如利用德国社会经济组织 （ＳＯＥＰ）数据的研究发现，⑦ 父
母教育水平越高，子代获得高学历的可能性越大，获得低学历的可能性越小，并且
还发现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相比仅接受过基础教育的父母而言，其子代获得高学历
的概率平均提高了约５０个百分点。同样，在我国也有研究发现父亲的受教育年限每
增加１年，子代上大学的可能性就会增加７．７５个百分点。⑧ 另外，我国代际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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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 “倒Ｕ型”的发展变化，① 从趋势上看人力资本的代际公平问题似乎有所缓
解，但人力资本的代际公平问题在城乡间依然很严重，② 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间
也依然很严峻。③

为提高人力资本的公平程度，政府的介入就显得尤为重要。现有研究认为政府
的教育投入对提升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具有积极作用，④ 主要表现在公共教育支
出缓解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不足，提高了教育水平的代际流动性，即公共教育支
出增加１个标准差，代际流动性提升近１６个百分点。⑤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分
权为特征的中国式分权，加上以 “ＧＤＰ政绩考核”为特征的地方官员晋升激励，都
为地方经济发展带来激烈的竞争。在我国地方政府激励的研究中，普遍认为地方政
府受到晋升激励的影响，将本级财政资金投入周期短、增长效果快的领域，例如基
础设施、工业园区建设，即存在明显的生产性支出偏好，⑥ 缺乏投入公共服务领域
的有效激励，⑦ 进而导致非生产性公共服务供给不足，⑧ 尤其是人力资本投资。⑨

在地方本级财政投入不足的背景下，就更加凸显了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
性。就地方政府的本级自有财政收入而言，存在以下两种行为激励，一是属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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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所有，地方具有相对自由的使用权限，且可以根据地方掌握的公共需求的
信息优势，投入有利于实现地方政府或辖区居民福利最大化的领域；二是具有税
收成本，即收入的取得对本地经济造成了实际损失，因此在资金的使用过程中需
要更加注重其经济效率。而地方政府获得上级拨付的转移支付，产生的直接影响
就是可用的财政资源增加，或者是存在一种收入效应，进而对地方政府形成一种
可替代性的激励，① 这种 “公共池”资金没有税收成本，因此其支出偏向相对较
弱。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上级政府也会采取指定用途的形式来规避地方的支
出偏向，即使是按照因素法分配的转移支付资金，也可以规定其使用用途，例
如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教育类转移支付，因而有利于增加地方财政用于教育的
支出。在宏观层面上，中国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是从１９９４年才开始大幅度提
升的，这一年恰好也是中国大规模实施转移支付的年份，两者在时间上具有高
度的一致性。

中国１９９４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带来了巨额的纵向转移支付。分税制改革使得中
央政府获得大量的财政盈余，这些盈余以财政转移支付的形式拨付给地方政府，一
方面弥补地方政府财政缺口，缓解了财力的纵向不平衡；另一方面也针对性地对教
育投入不足进行补贴，例如中小学教师工资补助、“两免一补”、国家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工程等。与地方财政收入不同，部分类型的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地
方政府增加教育投入，促进人力资本代际流动性的提升，进而缩小地区内部或地区
间人力资本的差距。本文首先利用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建立了家庭内部的人力资本
代际黏性模型，② 接着依据子代的出生年份推算出对应的受教育年份，再将受教育
年份与该年份该地区的转移支付数据和其他数据进行一一匹配，最后再评估转移支
付的效果以及作用机制。我们的研究发现支持了转移支付的积极作用，即人均转移
支付每增加１％，代际黏性将下降０．０５；在三大类型的转移支付中，具有地区间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功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均对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

性具有积极作用，且这种作用主要还是来自教育类转移支付的作用，而税收返还的
作用并不明显。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解释了中国代际流动性在近年来大幅度上升 “之
谜”（见图１），诸多研究测算都发现中国代际流动性长期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③

但是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开始，代际流动性开始显著攀升，本文从财政角度为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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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费雪：《州和地方财政学》，吴俊培总译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代际黏性是与代际流动性相反的指标，即黏性越高、流动性越低，反之亦然。

Ｈ．Ｇｏｎｇ，Ａ．Ｌｅｉｇｈ　ａｎｄ　Ｘ．Ｍｅｎｇ，“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Ｗｅａｌｔｈ，ｖｏｌ．５８，ｎｏ．３，２０１２，ｐｐ．４８１－５０３；参见李任玉、
陈悉榕、甘犁：《代际流动性趋势及其分解：增长、排序与离散效应》，《经济研究》２０１７
年第９期。



攀升之 “谜”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第二，本文拓展了现有关于转移支付的研究
领域，以往关于转移支付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例如征税努
力、① 财政支出结构、② 经济增长等，③ 本文则进一步细化到微观主体，研究了转
移支付对个体教育的影响。第三，本文也为教育领域的事权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财政转移支付的理论前提是共同事权，即只有认定教育是中央地方共同事权，中央
财政才有依据向地方进行教育类转移支付，２０１９年６月国务院启动了教育领域的财
政事权改革，本文的研究结论对该政策的具体措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图１　人力资本代际黏性与转移支付的年份分布 （出生年份和入学年份）

本文的其他部分安排如下：第一节介绍转移支付的相关制度背景和理论模型；

第二节阐述数据来源、匹配与处理的问题，设定计量模型以及初步揭示人力资本的
代际流动性分布；第三节进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第四节做进一步的讨论；最后
是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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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参见乔宝云、范剑勇、彭骥鸣：《政府间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努力》，《管理世界》２００６
年第３期；Ｐ．Ｅｇｇｅｒ，Ｍ．Ｋｏｅｔｈｅｎｂｕｅｒｇｅｒ　ａｎｄ　Ｍ．Ｓｍａｒｔ，“Ｄｏ　Ｆｉｓ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ａｘ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Ｇｅｒｍａｎｙ，”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９４，ｎｏｓ．３－４，２０１０，ｐｐ．２３５－２４６；胡祖铨、黄夏岚、刘怡：《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与地方征税努力———来自中国财政实践的证据》，《经济学 （季刊）》２０１３年第３期。

Ｇ．Ｃｈｏｄｏｒｏｗ－Ｒｅｉｃｈ　ｅｔ　ａｌ．，“Ｄｏｅｓ　Ｓｔａｔｅ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ｌｉｅｆ　ｄｕｒｉｎｇ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ｃ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ｖｏｌ．４，ｎｏ．３，２０１２，ｐｐ．１１８－１４５；参
见付文林、沈坤荣：《均等化转移支付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经济研究》２０１２年第

５期。
参见郭庆旺、贾俊雪、高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增长》，《世界经济》２００９
年第１２期；马光荣、郭庆旺、刘畅：《财政转移支付结构与地区经济增长》，《中国社
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９期。



一、制度背景与理论模型

（一）制度背景

１９９４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原有的预算收入分成规则，形成了按照税种
进行分享的新制度，并通过新设垂直管理的国税局系统，保障了中央财政的收入不
受地方政府行为的干扰，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从１９９３年的２２％提高到１９９４年的

５６％。此后的数次改革均是提高了中央财政的收入集中程度，例如所得税分享改革、

农业税费改革等。不过分税制改革仅对财权进行调整，而未对事权进行相应的改革，

导致中央财政收入多、支出少，地方财政则恰好相反，形成了财政收支的纵向失
衡。为了解决这种财政失衡，中央财政每年都向地方财政转移了大量的财政收入，

例如２０１７年中央财政收入为８．３万亿元，其中向下级政府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
有６．５万亿元，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７９％，如此巨额的财政转移支付将会改变
地方政府的行为。

财政转移支付的类型主要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和专项转移支付，①

其中：税收返还是分税制改革的一个副产品，是为了保障改革顺利进行的举措，伴
随着时间的推移，税收返还的份额将会越来越少。而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
付则是协调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工具，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弥补地方
财力的缺口，立足于地区间财力的均等化，在资金的分配过程中以因素法为主，原
则上是不规定资金使用用途且具有自主支配权，主要包括改革顺利推行的原体制定
额补助、具有公式化分配标准的均衡性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
移支付等类型。② 专项转移支付是属于有条件的转移支付，一般是具有专款专用的特
征，因此采取因素法与项目法相结合的分配方法；该类转移支付主要是用于解决中央
事权和共同事权的支出责任，即部分公共服务具有外溢性特征，地方政府出于成本与
效益的不匹配而不愿意提供，于是，中央政府以委托事权的办法将项目资金拨付给地
方政府，项目实施具有相应的绩效考核。因而，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过程受到中
央政府的监管，较难挪作他用。很明显，具有相对自主支配权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容易
受到地方政府支出偏向的影响，具有使用用途限制的专项转移支付更容易 “锁定”在
相应的支出领域，现有的研究也验证了二者的作用差异，如前者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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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２００９年之后，原财力性转移支付更名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原有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更
名为均衡性转移支付。（参见李萍： 《财政体制简明图解》，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２０１０年）下文使用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均是２００９年改革后新的名称。目前的税收返
还主要是两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以及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参见刘克崮、贾康：《中国财税改革三十年亲历与回顾》，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化的作用相对较弱，① 后者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最为有效。②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财政形势的变化，一般性转移支付也逐渐加入了有条件

的转移支付。第一种类型是部分 “戴帽”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这是一种介于一般性

转移支付与专项转移支付之间的分配方式，既具有指定的使用用途，又是按因素法

进行分配，它能够避免中央过度干预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又能够规避专项资金分

配过程的种种弊端，③ 进而使它能够区别于通常意义上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与专项转

移支付。此类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

改革转移支付等。第二种类型是伴随着财政转移支付改革而出现的统计口径调整，

由于专项转移支付在分配和实施过程中被 “诟病”较多，例如项目交叉重叠、资金

使用效率低下等，因此，为了规范转移支付制度，我国对原属于一般性转移支付或

专项转移支付的各类型项目进行了调整，特别是明确提出要加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

比重，④ 例如，２００９年将一般性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

疗卫生转移支付从专项转移支付调整到一般性转移支付，２０１１年又将基层公检法

司、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养老和低保等转移支付调整至一般性转移支付。⑤

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并未减少对地方政府发展教育的支持，教育类转移支付在一

般性转移支付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如前面提到的部分教育转移支付从专项转移支

付调整到一般性转移支付，就意味着当前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教育类转移支付，不仅

包含原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 （属分类拨款，限定了使用用途），还包

含原专项转移支付的教育转移支付。显然，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具有指定用途限制的

教育类转移支付，为促进辖区人力资本的发展提供了资金保障，更为低收入者或低人

力资本群体的教育公平提供了机遇。一个重要证据是，随着一般性转移支付占比的逐

步提高，中央政府也要求地方按照其获得的一般性转移支付额度安排相应的教育支

出，如２０１３年上海市提出合理安排好一般转移支付 （教育）资金以及教育费附加转移

支付资金；２０１４年天津市财政按照１２％的增长比例安排教育类预算资金；等等。与此

同时，中央财政也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教育支出责任，例如在义务教育免费的改革过程

中，中央财政承担了西部地区义务教育支出的８０％、中部地区的６０％；在２０１９年国

务院发布 《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明确将义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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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尹恒、朱虹：《县级财政生产性支出偏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参见贾晓俊、岳希明、王怡璞：《分类拨款、地方政府支出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兼谈我国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财贸经济》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参见岳希明、蔡萌： 《现代财政制度中的转移支付改革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参见２０１４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改革和完善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制度的意见》。
参见贾晓俊、岳希明、王怡璞：《分类拨款、地方政府支出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兼谈我国转移支付制度改革》，《财贸经济》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育纳入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范围，明晰了央地支出责任的分担方式，按地区分五
档分担相应的支出责任，打破了原有的以东中西三大地理区域划分的支付比例等，均
为人力资本的公平发展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教育资金保障。

（二）理论模型

借鉴文献上对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① 引入一个包含中央政府、具有同质化的
地方政府、企业与居民家庭的理论框架。假设企业的生产函数为ｆ（Ｋｉ，Ｉｉ，Ｌｉ），

其中：ｉ表示地区，Ｋｉ表示地区的资本要素；Ｉｉ表示企业生产所依赖的基础设施投

资，主要由地方政府供给；Ｌｉ表示地区的劳动力要素；生产函数是凹函数且递增，

还满足ｆＫＩ＞０。另外，假定资本与劳动力要素均可以自由流动，且劳动力要素的供
给在短期为∑ｉＬｉ＝Ｌ，在地区间平均分配。

假设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投入于两个领域：基础设施类Ｉｉ和教育 Ｈｉ，前者是为了
获得税收收入的最大化，后者是为了满足居民人力资本提升的需求。居民享受公共
服务获得的效用以ｕ （Ｈｉ）表示，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Ｔｉ＝Ｉｉ＋Ｈｉ （１）

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为：

　　Ｗｉ＝ｆ　Ｋｉ，Ｉｉ，Ｌｉ（ ）＋ｕ （Ｈｉ） （２）

１．地方政府最优支出结构
地方政府最优的投资决策为企业的边际产出与居民获得的边际效用相等，地方

政府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为：

　　
ｆＩ （Ｋｉ，Ｉｉ，Ｌｉ）

Ｉｉ
＝ｕ′（Ｈｉ） （３）

２．教育类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在短期内劳动力要素的区域流动性较弱，而资本要素的区域流动性较强。企业

投资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类投资的函数，即Ｋｉ＝Ｋ （Ｉｉ），导致企业在地区间的流动
呈现ｆＫ Ｋｉ，Ｉｉ（ ）＝ｆＫ Ｋｊ，Ｉｊ（ ）。因此，目标函数的一阶条件为：

　　
ｆＩ （Ｋｉ，Ｉｉ，Ｌｉ）

Ｉｉ
＋
ｆＫ （Ｋｉ，Ｉｉ，Ｌｉ）

Ｋｉ
ｄＫｉ
ｄＩｉ
＝ｕ′（Ｈｉ） （４）

当存在地方竞争
ｄＫｉ
ｄＩｉ ＞

０ 时，
ｆＫ （Ｋｉ，Ｉｉ，Ｌｉ）

Ｋｉ
ｄＫｉ
ｄＩｉ ＞

０，则 （４）式中的

ｆＩ （Ｋｉ，Ｉｉ，Ｌｉ）
Ｉｉ ＜ｕ′（Ｈｉ），投资的边际产出过低说明地方政府加大了基础设施的

投资力度，吸引企业资本流入而带来地区产出的增加。在财政资源给定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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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加大对基础设施类投资，不可避免地会减少用于人力资本提升的教育投入。

３．纵向转移支付
为强化地方政府对教育的供给激励，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有条件和无条件的

转移支付，一是解决教育供给的财力不足问题；二是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对教育的
供给。地方政府预算约束为：

　　Ｔｉ－ｔｉ＝Ｉｉ＋Ｈｉ－ｓｉＨｉ＋Ｘｉ （５）
其中：ｔｉ表示地方政府上解的部分，ｓｉＨｉ表示中央政府支持地方政府用于教育

类公共服务的部分，且满足０＜ｓｉ＜１，Ｘｉ是用于其他领域的部分。由新的预算约束
代入地方政府最优目标函数，得到一阶条件为：

　　
ｆＩ （Ｋｉ，Ｉｉ，Ｌｉ）

Ｉｉ
＋
ｆＫ （Ｋｉ，Ｉｉ，Ｌｉ）

Ｋｉ
ｄＫｉ
ｄＩｉ

烄

烆

烌

烎
１－ｓｉ（ ）＝ｕ′（Ｈｉ） （６）

式 （６）说明了中央政府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引导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导致
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是财政转移支付的函数，即 Ｈ＝Ｈ （ｓｉ）且 Ｈ′ｓｉ（ ）＞０，进而调
整地方政府投资趋向于最优均衡。

假说１：在地方政府竞争的情况下，存在教育不足的失衡状态，但地方政府获
得财政转移支付具有支持地方教育发展的激励，用于支持教育类公共服务的部分越
多，即ｓｉ越大时，越能实现地方政府最优投资均衡。

４．家庭与政府的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借鉴现有文献的常规处理，① 将个体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学习和工作。设第ｔ

期的人力资本函数由以下因素组成：ｈｉ，ｔ＝ｈ （Ｍｉ，ｔ，Ｏｉ，ｔ），其中：ｈｉ，ｔ是个体ｉ在第ｔ
期的人力资本，Ｍｉ，ｔ是个体ｉ的父母对其的人力资本投资；Ｏｉ，ｔ表示影响个体人力资
本的其他因素，如自身素质等。显然，个体ｉ的人力资本取决于父母人力资本的投
资，即 Ｍ＝Ｍ　ｈｉ，ｔ－１（ ）。为了简化讨论，我们假定人力资本为Ｃ－Ｄ函数形式：

　　ｈｉ，ｔ＝θＭ　ｈｉ，ｔ－１（ ）［ ］η＋ｅｉ，ｔ，０＜η＜１ （７）

其中：η是代际黏性系数，该系数越大，则二者的代际流动性越弱；θ表示个人
努力程度及其他因素；禀赋ｅｉ，ｔ取决于上一期的ｅｉ，ｔ－１，假设ｅｉ，ｔ是一个随机过程。

Ｍ　ｈｉ，ｔ－１（ ）［ ］η则表示了家庭内部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如果缺少政府的介入，那么人
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就仅仅取决于父母的作用，会加剧社会的不公。为提升人力资
本的代际流动性，迫切需要政府对教育事业的积极投入。没有直接税收成本且具有
一定使用用途限制的转移支付为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进而也成为
决定子代人力资本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父母人力资本与政府教育投入共同
进入人力资本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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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ｉ，ｔ＝θＭ　ｈｉ，ｔ－１（ ）＋Ｈ （ｓｉ）［ ］η＋ｘｉ，ｔ＋ｅｉ，ｔ （８）

其中：ｓｉ越大，那么地方政府用于教育投入的资金也就越多，而人力资本提升
的可能性就越大；另外，ｘｉ，ｔ表示地区教育发展政策等其他因素，假设是一个随机过

程。其中， Ｍ　ｈｉ，ｔ－１（ ）＋Ｈ （ｓｉ）［ ］η表示政府与家庭共同参与投资人力资本的外溢性。

进而，对上一代人力资本求偏导，再对ｓｉ求偏导，得到：

　　
２ｈｉ，ｔ

ｈｉ，ｔ－１ｓｉ
＝η（η－１）θＭ （ｈｉ，ｔ－１）＋Ｈ （ｓｉ）［ ］η－２　Ｈ′ｓｉ（ ）Ｍ′（ｈｉ，ｔ－１）

（９）

显然，（９）式中Ｈ′ｓｉ（ ）＞０且η－１＜０，等号右边的符号为负，说明虽然子代人
力资本水平与父母人力资本水平存在一定的黏性关系，但是财政转移支付通过支持
教育投入而弱化了这种黏性关系，即提升了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其中：ｓｉ越大，

即财政转移支付越多，政府对教育的支持力度越大，则子代与父母人力资本的代际
流动性越强。

假说２：父母与子代间的人力资本存在一定程度的代际黏性，显然不利于社会
公平的实现，而财政转移支付通过扩大地方教育支出以支持人力资本发展，显著地
降低了这种代际黏性，即提升了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

二、数据、变量与计量模型

（一）数据说明、匹配与处理

本文财政数据来源于１９９４—２００９年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包含全国

２８００多个县 （市、区）详细的财政收支数据。微观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０年的人口普查
数据，该数据的构建是以家庭为单位，包含家庭的个人信息的数据。利用该人口普
查包含的地区编码，将其匹配到县层面数据，以确认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所在
的地区。对２０１０年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的筛选包括：首先，为分析人力资本的代际
流动性，仅保留了户主、配偶与子女三类人员信息，剔除了与户主的其他关系人员。

其次，我们根据子代信息对家庭样本进行清理：第一，考虑到在校生尚未完成学业，

剔除了在校生的样本；第二，剔除了在２００３年以后出生的样本，主要是考虑到

２００３年以后出生的样本在普查年份还未入学；第三，大规模的转移支付是伴随着

１９９４分税制改革而产生的，论文的研究重点是子代 （个体）所属的义务教育阶段，

因此剔除了１９８０年之前的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１９８６年版）规定年
满６周岁的儿童应当接受义务教育，１９８０年出生的个体应该在１９８６年入学，而１９９４
年是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最后一年，同时也是转移支付制度大规模开始实施的年份，进
而该年份及以后年份出生的个体均受到转移支付制度的影响。因此，本文的子代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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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年份区间为１９８０—２００３年；① 第四，在非本户口登记地接受调查的人员，一律按
照其原户口登记地修改所在县 （市、区）的地区编码；第五，针对户主并非男性的情

况，根据户主和配偶的性别，重新调整后匹配出子代的父亲与母亲的信息。

接下来是匹配子代受教育年份的转移支付数据，为了精确识别转移支付对教育

的影响，我们需要将地区—年份层面的转移支付，按照每一个子代受教育年份的差
异进行拆分。具体来说分为如下几步：第一，根据个体年龄推算其入学年份以及接

受最后一年义务教育的年份；第二，从 《全国地市县财政统计资料》中整理各年各

县区的转移支付，将其与１９８０—２００３年间出生的子代样本进行匹配，例如１９９０年

在Ａ县出生的个体，其在一年级对应的就是Ａ县１９９６年的转移支付，２０００年出生

的个体在一年级对应的就是２００６年的转移支付，以此类推；第三，将属于义务教育
时间段内的财政转移支付进行纵向加总，得到个体在受义务教育期间所在地区获得的

财政转移支付总额，如前述１９９０年个体对应的义务教育阶段的转移支付，就是Ａ县

１９９６—２００５年间的转移支付，该指标在个体出生年龄和地区两个维度上都有差异。根

据宏微观数据匹配结果，最终确定２６０３个县 （市、区）的８７３９９个子代样本。

（二）变量选取与处理

被解释变量的选取与处理：个体的人力资本一般用受教育程度表示。问卷中个

体的受教育程度分别为１ （未上过学）、２ （小学）、３ （初中）、４ （高中）、５ （大学
专科）、６ （大学本科）、７ （研究生及以上），将具体的数值表示人力资本水平。在后

文的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也会将受教育程度折算为受教育年限。

核心解释变量的选取与处理：因为教育决策是由父母共同参与的，因而分别选

取父母受教育程度作为父母的人力资本水平，具体的赋值方式如被解释变量。结合

研究考察的目的，以当年地区的人均转移支付作为主要的交互变量，考虑到地区间
的特征差异导致地区间人均转移支付的差异较大，故取对数处理。② 控制变量包括：

性别、民族、户口性质、家庭人口数量、家庭住房状况、地区人均财政收入。

（三）计量模型

借鉴现有关于收入代际流动性的研究，③ 将父母人力资本对子代人力资本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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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处理的一个原因，是部分子代样本的年龄尚小且刚刚入学，可能无法反映完整的
义务教育阶段的效果。
其中税收返还采取的是两税加所得税，即增值税、消费税和所得税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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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流动性的基准模型设定为如下方程：

　　Ｅ１ｉｃｔ＝α＋β１Ｅ
０
ｉｃｔ＋δｃ＋λｔ＋εｉｃｔ （１０）

其中：ｉ表示个体，ｃ表示县 （市、区），ｔ表示出生年份，主要是基于不同地区
和不同出生年份 （所对应的时间）的转移支付是不同的；Ｅ１ｉｃｔ表示第ｃ个县 （市、

区）在ｔ年出生的第ｉ个个体在２０１０年普查时的人力资本，Ｅ０ｉｃｔ表示第ｉ个子代的父
母的人力资本，β１表示人力资本的代际弹性，反映了父母人力资本对子代人力资本
的黏性程度，β１值越大则反映出二者的正相关关系越强，即父母人力资本对子代人
力资本的影响越大；反之，则说明二者间的人力资本代际流动性越强。另外，δｃ与

λｔ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和出生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ｃｔ表示误差项，特别地，上标１特
指子代，０表示上一代即父母。

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考虑到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加入
子代义务教育阶段的人均转移支付 （对数）与父母 （上一代）人力资本的交互项，

同时加入反映个人与家庭特征的相关变量Ｘ，具体如下方程：

　　Ｅ１ｉｃｔ＝α＋β１Ｅ
０
ｉｃｔ＋β２Ｔｒｉｃｔ＋β３ （Ｔｒｉｃｔ×Ｅ

０
ｉｃｔ）＋γＸ＋δｃ＋λｔ＋εｉｃｔ （１１）

其中：Ｔｒｉｃｔ表示ｃ县 （市、区）在ｔ年出生的第ｉ个个体在义务教育阶段对应的

人均转移支付 （对数），Ｔｒｉｃｔ×Ｅ０ｉｃｔ是人均转移支付对数与父母人力资本水平的交互
项，我们预期β３显著为负，即转移支付降低了子代与父母 （上一代）之间的人力资
本的黏性。此外，值得说明的是，由于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包含了人均财政收入，因
此，这里的交互项估计的是在给定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当地获得转移支付对人力资
本的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因此即使转移支付没有增加当地的财政收入总量，其带来
的结构效应也值得关注。

（四）代际流动性的分布

借鉴现有的研究方法，① 根据式 （１０）的计量模型，观测人力资本的代际黏性
系数在不同出生年份 （入学年份）中的差异。受制于数据样本量的限制，图１仅显
示了出生年份 （入学年份）为１９７０—１９９５ （１９７６—２００１）年间的结果。总体而言，

发现出生年份在１９８０年以前的样本，人力资本的代际黏性系数相对较大，且上下波
动幅度较大，这期间系数的最大差异达到了近０．２。说明这一阶段的父母 （上一代）

面临着较为复杂的教育形势以及 “低低传递”效应的影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制度
的逐步完善，这种复杂的态势也会得到缓解，② 在１９８０年以后出生的个体，受到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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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任玉、陈悉榕、甘犁：《代际流动性趋势及其分解：增长、排序与离散效应》，《经
济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９期。



有均等化目标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影响，打破了原有的教育固化状态，使得人力资本

的代际关联发生重大变化。其中，１９８０—１９８７年间人力资本的代际黏性系数逐渐趋

稳，１９８８年及以后出生的个体的人力资本代际黏性显著降低了，１９９３年出生人群的

代际黏性仅为１９８８年的４０％，而１９８８年出生的个体恰好在１９９４年入学，这一年

刚好也是中国大规模实施转移支付的开始，在义务教育阶段完整地受到了转移支付

制度的影响。并且，从当年的转移支付数据可以看出，① 人均转移支付与该黏性系

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转移支付的作用是存在的，尤其是

对于人力资本水平较弱或属于低收入群体的家庭而言，他们受益于政府提供的公共

教育，即对家庭教育投入形成替代，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家庭教育投入不足的困境。

三、转移支付与代际流动性：基本结果

（一）基准回归检验

转移支付对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的积极作用在表１中得到了证实。所有回归

均控制了个体、家庭以及地区层面的变量，还控制了县 （市、区）和出生年份的固

定效应，并将标准误聚类到县层面。为了区分父亲和母亲在人力资本传承过程中的

差异，我们也将两个样本分别进行估计。回归 （１）和回归 （３）考察了转移支付对

人力资本代际流动性的作用。结果显示转移支付会显著提高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

父母两个样本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４６０和－０．０４８０，均在１％的显著水

平下为负，这说明如果人均转移支付在现有水平上增加１２％，则可以完全抵消传统

的代际黏性 （－０．０４６０×１２＋０．５４７２≈０），证明转移支付总体上削弱了父母人力资

本的代际黏性，即转移支付有效地促进了人力资本代际流动性的提升，也意味着转

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维护人力资本相对公平的作用。这背后的原因是，地方

政府获得转移支付之后，将其中一部分资金投入具有非短期经济效应的人力资本投

资上，例如增加生均经费、改建教学设施等。虽然地方政府基于地区竞争的政绩

考核制度，将资源投入具有生产性公共服务和提升政绩的领域，降低地方政府的

公共教育供给，但与本级财政收入不同，部分分类拨款的转移支付具有指定的使

用用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中央的政策意图，并不会呈现出如同本地财政收入

类似的偏向性支出，从而为地方的教育投入提供了额外的资金来源，促进人力资

本的代际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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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限制仅能向前展示到１９８９年；分税制改革前该数据为中央补助地方支出，数据来源
于历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国家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



表１　基准回归检验：转移支付总额

变量
子代与父亲 子代与母亲

（１） （２） （３） （４）

上代教育水平×转移支付
－０．０４６０＊＊＊ －０．０４８０＊＊＊

（０．００３５） （０．００３５）

上代教育水平×税收返还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５４） （０．００５４）

上代教育水平×专项转移支付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０７４） （０．００８１）

上代教育水平×一般性转移支付
－０．０３０４＊＊＊ －０．０２９１＊＊＊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０３８）

上代教育水平
０．５４７２＊＊＊ ０．４７１６＊＊＊ ０．５３７９＊＊＊ ０．４３５４＊＊＊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３２８）

转移支付
０．１８５４＊＊＊ ０．１７５１＊＊＊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１６２）

税收返还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２０４
（０．０２２３） （０．０２２９）

专项转移支付
０．０７７９＊＊＊ ０．０８７１＊＊＊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２３２）

一般性转移支付
０．０８０６＊＊＊ ０．０６５０＊＊＊

（０．０１１７） （０．０１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出生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８４２５０　 ６７１００　 ８４２５０　 ６７１０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４６２　 ０．４３６　 ０．４５３　 ０．４２６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和１％的显著水平，括号内报告的是聚类标准误差。下表同。

如前所述，我国中央财政向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其每一类转移支付的目标和
功能都不相同，因此，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于是，我们进一步区
分了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的效应，考虑到不同类型转移支付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例如获得税收返还较多的地区，往往其他两种类型转移支付就更少，因此在第 （２）

和 （４）回归中同时放入了三种类型的转移支付。可以看出，税收返还的系数并不显
著，这是因为税收返还是地方可以完美预期的收入，同时地方政府拥有完全自由支
配的权力，就会在生产性支出与人力资本、民生、福利性支出等方面进行权衡，其
作用等同于地方自有收入，因此对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没有影响。专项与一般性
转移支付的作用相对更为明显，表现为二者均具有一定的使用方向，并不具有完全
自由支配的功能，反而对地方政府的支出偏向形成制约，从而引导地方政府投资转
向，① 进而有效地促进了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此外，还可以发现一般性转移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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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作用要强于专项转移支付，① 这涉及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包含的教育类转移支付

的作用，具体情况将在第四部分重点讨论。

表２　稳健性检验：含交互固定的效应与年限折算

变量

子代与父亲 子代与母亲

（１）
教育程度

（２）
教育年限１

（３）
教育年限２

（４）
教育程度

（５）
教育年限１

（６）
教育年限２

上代教育水平×
转移支付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１３４＊＊＊ －０．０１４６＊＊＊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１２８＊＊＊

（０．００４５）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７）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１１）

上代教育水平
０．４１５９＊＊＊ ０．１６１７＊＊＊ ０．１６９７＊＊＊ ０．３８７９＊＊＊ ０．１２６４＊＊＊ ０．１４３４＊＊＊

（０．０３０６） （０．００７５） （０．００７９） （０．０３２１） （０．００６７） （０．００７２）

转移支付
１．８２６３　 ０．１６７３＊＊＊ ０．１８０４＊＊＊ ４．５５１７＊ ０．１３１５＊＊＊ ０．１５３０＊＊＊

（１．６００９）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１６５） （２．３８０３） （０．０１５３） （０．０１６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出生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出生年
固定效应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观测值 ７４１００　 ８４２５０　 ８０６３８　 ７４１００　 ８４２５０　 ８０６３８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５７１　 ０．４５９　 ０．４５６　 ０．５６４　 ０．４４９　 ０．４４７

（二）稳健性检验

１．教育政策的地区差异

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的教育政策存在巨大差异，这也会对论文结果的准确性产

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是各地义务教育政策的差异，例如小学入学年龄，有的地方是

６周岁，有的地方是７周岁；义务教育年限，有的是９年，有的是８年。另一方面，

各地的高考录取政策和名额不同，相应的教材和考试内容也就不同，这些差异一方面

会直接影响个体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概率。更为复杂的是，各地区经常对辖区的教育

政策进行调整，导致同一地区不同年份出生的人群间存在可比性难题。为了尽可能剔

除这些政策的干扰效应，我们在接下来的检验中，加入地区与个体出生年份的交互固

定效应，这是一种放松假设的稳健估计，能够吸收掉所有随地区和时间变化的因素的

影响，包括教育政策、历史自然环境、地区经济发展等宏观冲击。我们在表２的回归
（１）和回归 （４）分别加入地区与个体出生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代际

流动性和转移支付的交互项系数分别为－０．０２５８和－０．０２５２，系数大小虽然相较于基

准回归结果有所下降，但仍然在１％的显著水平下为负，说明即便在考虑其他政策

存在的情况下，转移支付依然能够提高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

２．教育年限的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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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专项转移支付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部分用于发展经济，而仅有不到７％的部分用于发展
教育。



为了便于国际间比较，即避免国际上对受教育程度级别所包含的年限的差异，

这里以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度量，即将原问卷中以级别表示的受教育水平折

算成具体的年限，各级别人力资本水平分别以０年、６年、９年、１２年、１５年、１６
年、１９年表示。表２的回归 （２）与 （５）分别表示基于父亲与母亲人力资本水平的

回归结果，显示转移支付对提升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依然有效，并未出现由于折

算问题而产生的差异。然而，我国在１９８６年通过并施行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规定了我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但各地方并未完全按照九年的标准实施，相

当部分地区施行了八年制的义务教育。为此，我们还需要再检验在不同年制下的差

异。回归 （３）与 （６）分别显示了八年制下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检验结果，发现

转移支付的交互项系数以及父母人力资本系数与九年制相比均未发生较大的变化，

与九年制的结果相似。总体而言，上述结果均说明了义务教育年制差异并未影响转

移支付对人力资本代际流动性的促进作用。

３．性别差异

在我国，受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父母愿意将更多的资源投入男孩的教育，而

女孩的教育则相对受到冷遇，有证据表明我国辍学儿童中有７０％是女孩。政府介入

群体内部的性别平等问题，主要还是依赖财政转移支付，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一

个直接的目标就是平衡性别间的受教育机会。因此，我们需要检验男女哪一方受益

转移支付的作用更为明显，表３的回归 （１）与回归 （３）是男生组、回归 （２）和回

归 （４）是女生组，分别以父亲与母亲的人力资本为基准，结果均显示女性与父母的

代际流动性程度相对较低，转移支付的交互项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且

在女性组中的作用更大。一方面证明了转移支付对性别间受教育机会的均等发挥了

积极作用，即女性受益更多；另一方面又验证了男性与女性受益的财政转移支付如

果再增加１２％，则也完全有可能抵消这种代际黏性，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表３　子女性别分组

变量

子代与父亲 子代与母亲

（１）
男生

（２）
女生

（３）
男生

（４）
女生

上代教育水平×转移支付
－０．０４３２＊＊＊ －０．０５５６＊＊＊ －０．０４２０＊＊＊ －０．０６５１＊＊＊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５６）

上代教育水平
０．５２２０＊＊＊ ０．６２３０＊＊＊ ０．４８２２＊＊＊ ０．６７６７＊＊＊

（０．０２８３） （０．０３７８） （０．０２８５） （０．０３９３）

转移支付
０．１６２１＊＊＊ ０．２３８９＊＊＊ ０．１４０９＊＊＊ ０．２５３７＊＊＊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１８１） （０．０２６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出生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５０９７５　 ３３１０９　 ５０９７５　 ３３１０９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４４６　 ０．５２３　 ０．４３４　 ０．５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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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受益阶段差异分析

以转移支付为代表的公共教育介入，为促进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补助行为在哪个阶段能够实现效应的最大化，抑或在哪个时间节点能够取
得事半功倍的效果，需要我们拆分转移支付在不同年级的表现。具体处理过程为：

推算每一个个体的出生年份在不同的年级所对应的年份，然后汇总属于同一年级所
对应的年份的转移支付，该转移支付就是所属年级受益的财政资金。同样，我们控
制了出生年份与所属地区的固定效应，包含相同的控制变量，并将标准误聚类到县
级层面，图２显示了分解的不同年级的转移支付受益情况 （左图是基于父亲人力资
本的回归，右图是基于母亲人力资本的回归）。回归样本仅包含了受教育年限至少为
九年的样本 （含九年），这样能够直接反映完整地接受义务教育的个体效应。结果显
示，在以一年级为基准的回归中，二年级转移支付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意味着
在二年级这一时间节点，转移支付强化了人力资本的代际黏性，并未促进人力资本
的代际流动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教育的初始阶段，如小学一年级或初中一年级
（七年级），个体的表现有可能与家庭 （父母）的背景具有更为紧密的关联，转移支
付的均等化作用很难得到体现。在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八年级以及九年级的
时间节点显著为负，说明转移支付在促进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方面，均在不同教
育阶段的后半段发挥着主要作用，意味着转移支付在改善个体后天努力的过程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即有助于弥补家庭经济条件弱或父母人力资本水平低的情况，这
一结果为转移支付在不同教育阶段的分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为转移支付的作用
最大化的投入配置提供了依据，即要加大后期的转移支付投入。

图２　不同年级受益差异的比较

四、进一步讨论：教育类转移支付

（一）教育类转移支付的估算

随着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不断完善，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均对应着不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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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对应着不同的使用自由度，各自发挥着维护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职能。

我们在图３左图可以看出，① 中央下达到地方的义务教育类转移支付在转移支付科
目中的比重变化，其中，义务教育类转移支付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比重虽然在部
分年份的变化较大，但近年来基本稳定在４％左右，而在转移支付总额 （包含与不
包含税收返还）的比重也基本稳定在２％—３％之间。同时，在图３右图可以看出，

专项转移支付中的教育类项目，也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变化，教育类专项占专项总额
的比重基本在７％左右，在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也基本稳定在２％—３％之间，与义
务教育类转移支付相类似。此外，义务教育与教育专项两项总和在转移支付总额的
比重，即教育类转移支付的比重在近十年间呈现出 “倒Ｕ型”的变化趋势，基本在

４％以上，这说明了教育类转移支付比重总体经历了波动变化，直到近年才呈现出趋
稳的态势。

图３　教育类转移支付的变化趋势

然而由于统计数据限制，我们在上文中并不能单独估计出教育类转移支付的

作用。接下来，我们需要对一般性转移支付中包含的教育性质的转移支付进行甄

别，剥离出具有指定用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在此基础上，根据

剥离后的教育类转移支付进行回归检验。我们在表４中列出上述各类仅包含教育

类转移支付的回归，其中：回归 （１）与回归 （５）分别显示的是教育专项转移支

付的检验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分别为－０．０４６与－０．０５３，且二者均在１％的水

平下显著为负，这一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差不大。回归 （２）与回归 （６）代表

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义务教育类转移支付，发现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分别为－０．０３７
与－０．０３６，与基准回归结果相差不大。这就意味着基准回归结果的一般性转移支

付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是因为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在发挥作用，而地方政府支出偏

向并不直接影响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的作用；同样，说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专项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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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受数据限制，这里只有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的数据，且均为预算数。



支付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是因为教育专项转移支付的直接作用。当我们对比教育
专项和教育一般性转移支付时，发现前者的效应大于后者，这说明前者的项目类资
金的 “锁定”更强。

考虑到前述处理过程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进而我们计算加总的教育类转
移支付的作用，其回归结果依然显示出基准回归结果主要来自教育类转移支付
的作用。①

表４　教育类转移支付

变量

子代与父亲 子代与母亲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教育专项 教育一般
中小学
教师工资

农村
义务教育

教育专项 教育一般
中小学
教师工资

农村
义务教育

上代教育水平×
教育类转移支付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５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出生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８３７１９　 ６７８７３　 ３１７７６　 ７１２６　 ８３７１９　 ６７８７３　 ３１７７６　 ７１２６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４６２　 ０．４４４　 ０．３６２　 ０．４７４　 ０．４５３　 ０．４３４　 ０．３５２　 ０．４７２

（二）农村义务教育补助与中小学教师工资转移支付补助

前文试图从专门用于教育类的项目估算出教育类转移支付，并且得到教育类转
移支付起主导作用的结果，但估算的数据并不能完全代表教育类转移支付的实际值。

于是，我们再考虑以具有专门用于教育的两类转移支付作为主要回归变量，由于农
村税费改革和义务教育 “两免一补”改革，中央财政新增了两项教育类转移支付，

即农村义务教育补助与中小学教师工资转移支付补助。两类变量的处理方法与前文
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表４的第 （３）和 （４）列与第 （７）和 （８）列分别显示了其回
归结果，检验同样区分父亲与母亲，发现父母人力资本水平与两类转移支付补助的
交互项回归系数均为负，且均在１％的水平下显著，再一次验证了专门用于教育类
的转移支付的独特作用。同时，该检验也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相比于农村义务教
育补助而言，中小学教师工资补助类的转移支付对提升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的作
用更为突出，这可能就为如何侧重不同类型的教育转移支付配置提供了思路；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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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因为２００９—２０１６年间财政部门持续将教育类专项转移支付划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从而
对前文重估过程结果造成了低估。于是，我们重新计算了加总的教育类转移支付额度。
首先计算教育类转移支付占两类转移支付的比重，即 （教育类一般性转移支付＋教育
类专项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总额 （不包含与包含税收返还）；接着用该比重倒推

１９９４—２００９年期间的教育类转移支付。受篇幅限制，这里没有报告该类回归结果，如
果有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用于教育类的转移支付需要更加专业化、精准化。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个人成就与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统计学关联，研究人力资本在代际间
的流动性，尤其是财政转移支付是否促进了人力资本在代际间的流动性，发现人均
转移支付每增加１％，代际黏性将下降０．０５。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和发展，人力
资本水平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地区间和地区内部的差距依然存在。原因主要是在
中国式分权框架下，地方政府缺乏投入人力资本领域如教育类支出的动力，而以

ＧＤＰ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使得地方政府受自身利益驱动而出现支出偏向行为，大部
分资金投入生产性建设领域，且贫困地区人力资本投入更是匮乏，均导致人力资本
在代际间的流动性较弱，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父母与子代
间的人力资本存在紧密的黏性关系，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职责就是推进地区间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人力资本依赖的教育类等基本公共服务正是转移支付职责的重要内
容。因此，研究财政转移支付能否提升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不仅是检验财政转移
支付的目的是否实现的问题，更是检验社会公平正义的目标是否实现的问题。

虽然财政转移支付对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根本上解
决人力资本的社会公平问题还是要依赖于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划分，因为清晰的
央地事权界限可以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范围，只有厘清了 “钱由谁出，事由谁做”，

才能有效地提升地方政府支持人力资本发展的积极性，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毋庸置疑，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外溢性，尤其是在人力资本初始形成的基础教
育阶段，根据外溢性的原则，显然教育类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应更多归于中央政府职
责，中央财政应承担更大的支出责任。而且，实现转移支付的作用最大化，还需要
注重个体在不同受益阶段的资金配置，将更多资金配置于义务教育的后半段。此外，

还需要通过机制设计，保证财政转移支付对教育类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还要
保证资金投入的效率，以促进人力资本获得的公平性。

〔责任编辑：梁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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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另外，本文还做了如下几项检验：首先，针对本文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一是进行
了安慰剂检验与平行趋势检验，二是用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作为工具变量
进行回归，并检验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和排他性约束；其次，本文还检验了转移支付
影响人力资本的代际流动性的中间机制，主要以地区 （县级层面）的教育支出、地区
（省级层面）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小学升学率等表示，回归结果均支持本文的研究结
论。受篇幅限制，这里没有报告该类回归结果，如果有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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